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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表明 CO2 浓度的升高加剧

了全球变暖的严峻趋势。据《中国温室气体公报》显

示，2017 年中国区域年均 CO2 浓度为 405.5±3.0ppm，

华东地区高达 408.3±1.9ppm，是全国年均 CO2 浓度

最高的地区。长三角地区作为华东地区综合实力最强

的地区，承担着可持续发展等重大任务，因此针对长

三角地区碳排放的研究尤为关键。

针对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业领域 [1]，但越

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居民消费领域逐渐成为继工业领

域后碳排放增长的重要源泉 [2]，并针对其在碳足迹测

算 [3]、驱动影响 [4] 和时空格局 [5] 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

研究成果。在碳足迹测算方面，Tian 等 [6] 以辽宁省为

研究对象，利用碳排放系数法量化了 1997 年、2002
年和 2007 年居民消费碳排放足迹，发现城市居民的

碳足迹高于农村居民；在驱动影响等方面，Huang
等 [7] 应用 LMDI 法分解了广东省 2008—2015 年人均

碳排放量，发现经济增长是驱动家庭能源消费人均碳

排放持续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在时空格局方面，刘丽

娜等 [8] 采用空间相关性分析和空间回归建模的方法，

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探究了 1997—2012 年中国居民

消费碳排放分布格局，表明自 2012 年起居民消费碳

排放呈由西向东递增的状态。居民家庭碳排放是消费

领域碳排放一个重要的分支，但直接关于家庭碳排放

的研究十分匮乏，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和行政

省（自治区、直辖市）层面。譬如，Wang 等 [9] 构建

了扩展的 STIRPAT 模型分析中国家庭碳排放量的影响

因素，研究表明，家庭数量在中国家庭碳排放总量中

占有关键的地位，碳排放强度对家庭碳排放总量的影

响为正。专门围绕城市层面的居民家庭能耗碳排放的

研究还有待补充和完善。

为此，本文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

涉及的 26 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以测算的城市居民

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为样本，研究其空间特征和驱动

因素，技术框架如图 1 所示，旨在完成以下两个贡献：

①利用碳排放系数法测算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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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全局与局部 Moran’s I 指数探究其中的空间关联性

及内部集聚状态。②选取家庭规模、家庭财富等指标

构建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空间面板模型，对比不同时

期下影响因素变化情况，既补充了城市居民家庭碳排

放在空间视角下的研究，又可为制定减排规划提供合

理依据。

1  研究方法

采用曾静静 [10] 提出的分类法划分城市居民家庭

直接能耗碳排放的构成，即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由家庭

用气碳排放、家庭电力碳排放、家庭私人交通碳排放

和热力（集中供暖）碳排放构成。但长三角地区无集

中供暖且人工煤气已逐渐被天然气等替代 [11]，柴油不

是私家车常用的油品，新能源汽车也未得到普及，故

最终将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家庭直接碳排放能源划分

成 4 类，即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力和汽油。本文

参考 IPCC 提供的碳排放估算方法并结合张艳 [12] 等的

研究，将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的

构成和计算方法进行梳理，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涉及的各类一次能源碳排放系数均来自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家庭电力碳排放计

算中，特别地利用每年三省一市的火力发电碳排放系

数代替对应的省或市内城市的电力碳排放系数。这

样做，原因有二：其一，电力类型虽分为火电、水

电等，但火电通过燃烧一次能源产生，其他发电方式

是在安装设备等过程中产生碳排放而不是在发电过程

中 [13]；其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显示，长三角地

区常年火力发电产生的电量占总发电量的 80% 以上 a。 
家庭私人交通碳排放中，参考相关文献 [14,15]，设

置 2007—2009 年私家车年均行驶里程为 15 000km， 
2010—2016 年 为 20 000km， 摩 托 车 行 驶 里 程 为 
5 500km。百公里私家车的耗油系数为 12L，摩托车

为 2.08 L。其余数据均来自 2007—2016 年《中国城市

建设统计年鉴》、2008—2017 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和各地级市统计年鉴。

1.1  K均值聚类法

K 均值聚类法的基本步骤是先将样本分成 K 类

初始中心，依据距离的远近将样本分配到最近中心，

重复此过程直至所有样本不能再分配 [16]。本文利用

SPSS 22 输出的最终聚类中心，划分居民家庭直接能

耗碳排放城市类型，并考察其空间分布特征。

1.2  全局与局部相关性检验

全局相关性检验应用于研究整个区域空间单元

之间的关联性，常用统计量 Moran’s I 表示。利用

Moran’s I 指数研究区域空间关联程度，其标准化的

统 计 量（Z 值） 检 验 Moran’s I 值 的 显 著 性。 全 局

图1  技术框架

表1  长三角地区城市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的构成和计算方法

碳排放项目 计算公式 说 明

家庭用气碳排放
=

= ×∑
2

1

/i i i
i

Eg F k H
家庭用气碳排放由家庭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碳排放构成

i=1,2 对应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Fi、ki 和 Hi 分别表示城市家庭能源用量、能源碳排放系数

和能源使用户数

家庭电力碳排放

= × × /el elEel F AHP k P

= ×∑
1

/
j

el j jk E k EL

Fel、AHP、kel 和 P 分别表示各城市居民耗电量、户均人口数、电力碳排放系数和常住人口

数；j=1,2…对应《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一次能源种类；Ej、kj 和 EL 对应各地区火力发电

过程的能源消耗量、能源碳排放系数和火力发电量

家庭私人交通碳排放
=

= × × ×∑
2

1
n n n

n

Ept q Q L k
家庭私人交通碳排放由家庭私家车和摩托车碳排放构成

q 为汽油碳排放系数；n=1,2 对应私家车和摩托车；Qn、Ln、kn 对应家庭车辆拥有数、年均

行驶里程、百公里油耗系数

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 = + +Ed Eg Eel Ept 单位：t

①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17》显示，上海市 2014—2016 年发电量（单位：亿 kW·h，下同）分别为 793、793 和 807，江苏省分别为
4346、4361、4709，浙江省分别为 2829、3011、3198，安徽省分别为 2074、2062、2253。其中，火力发电量，上海市分别为 790、
788、800，江苏省分别为 4094、4104、4403，浙江省分别为 2255、2260、2374，安徽省分别为 2018、1988、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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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n’s I 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式所示 [17]：

 Moran’s I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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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 为城市个数；xi、xj 分别表示 i 和 j 城市测算

的碳排放量值； x 为均值；wij 为空间权重矩阵。若

Moran’s I 值为正且越接近 1，则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

地区空间正相关性越强；若 Moran’s I 值为负且越接

近 -1，则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地区空间负相关程度

越强。

局部相关性检验是全局相关性检验的补充，可

识别出区域内部不同的集聚状态，常用统计量 Local 
Moran’s I 指 数 表 示。 当 空 间 位 置 为 i 时，Local 
Moran’s I 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式所示 [23]：

 Local Moran’s I i jijw z z=∑  （2）

式中，zi 和 zj 分别为城市 i 和 j 标准化后的观测值；其

余指标的含义同式（1）。若局部 Moran’s I 显著为正且

zi 为正，则属于高高集聚；若局部 Moran’s I 显著为正

且 zi 为负，则属于低低集聚；若局部 Moran’s I 显著

为负且 zi 为正，则属于高低集聚；若局部 Moran’s I
显著为负且 zi 也为负，则属于低高集聚。

1.3  模型设置

为较全面地表达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与解释

变量间的空间关系，本文参考相关研究 [18]，选择 Luc 
Anselin[19] 提出的带空间自回归误差项的空间自回归模

型（常记为 SARAR）。该模型的一般表达式如下：

 λ β ε= + +y Wy X ； ε ρ ε µ= +W   （3）

式中，y、W、X、β、ε 和 μ 的含义分别为 n×1 被解

释变量向量、n×n 空间权重矩阵、n×k 解释变量矩

阵、k×1 回归系数向量、n×1 误差向量和不相关的

误差项。λ 是空间自回归系数，若其显著，则解释变

量间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关系。ρ 是误差项空间自回

归系数，若其显著，则误差项存在空间自相关。

2  长三角地区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空间特征

2.1  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量分布特征

根据表 1 的公式计算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量，

2007 年和 2016 年的测算结果如图 2 所示。2007 年长

三角地区城市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量差距不是特

别明显。其中，碳排放量最高的城市（苏州市）与最

低的地级市（盐城市）户均相差仅约 2.7t。碳排放量

较高的城市集中在以苏州市为核心的中部偏东的位

置，其次是东南方向以浙江省地级市为主，最后是北

部和西部边缘地区的安徽省地级市。整个长三角地区

由西向东呈现低—高—较高的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

放特征。

2016 年户均城市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量分

布出现稍许差异。首先，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量

高的城市与低的城市相比，差距明显增大。居民家庭

直接碳排放量低的城市（安庆市）居民家庭直接能耗

平均碳排放量约为 3.42t，而碳排放量高的城市（苏

州市）户均碳排放量高达 9.3t。无锡市和苏州市作为

居民家庭直接碳排放量最高的两个城市，周边大部分

地级市如湖州市等与西部或北部地区的大部分地级市

如滁州市等相比，前者的碳排放量增长速度明显快于

后者。

2.2  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城市类型分布特征

本文利用 K 均值聚类法划分，依据 SPSS 输出

的最终聚类中心划分长三角地区居民家庭直接能耗

碳排放城市类型，如表 2 所示。2007 年居民家庭直

接能耗碳排放城市类型可划分成 4 类，分别是低碳

型、以电力碳排放为主、以用气碳排放为主、以私人

交通碳排放为主。以电力碳排放为主类型包括的城

市数目最多。以用气碳排放为主类型的城市只有嘉

兴市和宁波市。无锡市和苏州市是以私人交通碳排

放为主，且周边城市如常州市等主要以电力碳排放 

图2  长三角地区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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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长三角地区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城市类型分布特征

年份 城市类型 城市名称

2007

低碳排放型 盐城市、泰州市、马鞍山市、铜陵市、安庆市、滁州市、池州市、宣城市

以电力碳排放为主型
上海市、南京市、常州市、南通市、扬州市、镇江市、杭州市、湖州市、绍兴市、金华市、舟山市、

台州市、合肥市、芜湖市

以用气碳排放为主型 宁波市、嘉兴市

高碳排放型 无锡市、苏州市

2012

低碳排放型 上海市、镇江市、马鞍山市、安庆市、滁州市、池州市、宣城市

以用气碳排放为主型 嘉兴市

中等碳排放型
南京市、常州市、南通市、盐城市、扬州市、泰州市、杭州市、宁波市、湖州市、绍兴市、金华市、

舟山市、台州市、合肥市、芜湖市、铜陵市

高碳排放型 无锡市、苏州市

2016

低碳排放型 上海市、铜陵市、安庆市、滁州市、池州市、宣城市

以电力和用气碳排放为主型 盐城市、扬州市、泰州市、金华市、舟山市、合肥市、芜湖市、马鞍山市

中等碳排放型 南京市、常州市、南通市、镇江市、杭州市、宁波市、绍兴市、台州市

以私人交通碳排放为主较高型 嘉兴市、湖州市

高碳排放型 无锡市、苏州市

为主。

2007—2012 年，居民家庭用气碳排放和私人交通

碳排放的增长程度较大。无锡市和苏州市仍为高碳排

放型城市，其周边城市如常州市等大多以电力碳排放

为主转变成中等型碳排放城市。以用气碳排放为主的

城市仅剩嘉兴市。

2016 年城市类型呈现多元化，较 2012 年又出现

了两个新的类型——以电力和用气碳排放为主的城市

和以私人交通碳排放为主的较高型城市。苏州市和无

锡市依旧是高碳排放型城市，但相邻的城市类型不再

单一，其北部方向有以电力和用气碳排放为主的泰州

市；南部方向的嘉兴市和湖州市的碳排放量增长迅

速，属于以私人交通碳排放为主的较高型城市；东部

方向上海市依然属于低碳排放型；东北和西北方向的

城市类型以中等型城市为主。

2.3  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的空间演化特征

2.3.1 全局相关性

根据式（1），采用基于行标准化后的 Q 型邻接关

系空间权重矩阵，计算各年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

Moran’s I 指数，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的 Moran’s I 值

如图 3 所示。2007—2016 年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家庭直

接碳排放呈现明显的地理集聚现象。居民家庭直接能耗

碳排放的 Moran’s I 指数约为 0.37，年均增长率为 2.3% 。
从整体上看，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的集聚程

度呈“N”字形趋势，并据其数值的波动情况，空间

集聚趋势可大致划分为 4 个阶段。2007—2009 年的

Moran’s I 指数均值为 0.36，没有明显波动，表示长三

角地区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存在较强且稳定的空

间自相关性；2009—2011 年出现大幅波动，2010 年

Moran’s I 值升至 0.42 后，2011 年陡降至 0.26，表示

在这一年碳排放的空间关联性虽依然很强但较上一阶

段相比有所减弱。2011—2013 年地区空间关联性快速

增强。2013—2016 年的 Moran’s I 均值为 0.41，增长

情况较平稳。

2.3.2 局部相关性

为进一步探究长三角地区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

放内部集聚情况，本文利用式（2）计算 2007 年和

2016 年的局部 Moran’s I 指数。局部 Moran 散点图如

图 4 所示。

2007 年处于高高集聚状态的城市处于东部位置，

分别为上海市、苏州市、嘉兴市和湖州市；低低状态

主要集中在西部，对应城市为芜湖市、铜陵市和安庆

市，另外一个是偏北部的泰州市；合肥市属于高低的

集聚状态；低高状态在该年并未出现。2016 年处于高

高集聚状态的城市大致集中在中心偏东位置，分别为

无锡市、苏州市、嘉兴市和湖州市；低低状态的城市

图3  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Moran’s I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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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合肥市、芜湖市、马鞍山市、铜陵市、安庆市

和池州市。

3  长三角地区城市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影响

因素分析

3.1  SARAR模型构建

本文参考相关研究 [20,21]，选取户均人口数（Hp，

单 位： 人）、 家 庭 可 支 配 收 入（Hdi， 单 位： 万

元）、户均建筑面积（Hca，单位：m2）、户均就业

面（Hem，户均就业人口数和户均人口数之比）和

户均汽车拥有量与户均拥有城市道路面积联合效应

（HcHroad，单位：量·m2）作为解释变量，以居民家

庭直接能耗碳排放量（Hdce，单位：t）为被解释变

量，对所有变量对数化处理后构建城市居民家庭直接

能耗碳排放 SARAR 模型。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3 所

示。为消除价格影响，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利用各城

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减折算成 2006 年不变价。户

均城市道路面积由 2007—2016 年《中国城市建设统

计年鉴》的人均道路面积和户均人口数折算得来，其

余解释变量均来自 2008—2017 年各地级市统计年鉴。

具体模型如下式：

1 2 3

4 5

ln( ) ln( ) ln( ) ln( ) ln( )
ln( ) ln( )

Hdec W Hdec Hp Hdi Hca
Hem HcHroad

W

λ β β β
β β ε
ε ρ ε µ

= + + +

+ + +
= +

 （4）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lnHdec 260 0.15 2.45 1.28 0.45

lnHp 260 0.4 0.55 0.46 0.03

lnHdi 260 1.03 2.58 1.88 0.34

lnHca 260 1.79 2.23 2 0.09

lnHem 260 -1.1 -0.24 -0.61 1.32

lnHcHroad 260 -3.63 0.1 -1.38 0.75

3.2  检验和回归结果

Baltagi 等 [22] 提出了 5 个关于随机效应和空间误

差相关的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分别是 LMH、LM1、

LM2、CLMlambda 和 CLMmu 检 验。 若 LMH 检 验

中拒绝原假设，表明模型需考虑随机效应或空间相

关性；若 CLMlambda 拒绝原假设，表示在存在随机

效应的情况下，模型需考虑空间相关性。在 R 语言

中实现 LMH、CLMlambda 统计量的检验，前者值为

226.65，p 值＜ 2.2e-16 ；后者值为 2.22，p 值 0.026。

二者皆通过 95% 显著性检验，故在存在随机效应的情

况下，该模型应考虑空间相关性。Hausman 检验值为

151.04，p 值＜ 2.2e-16 高度显著，故拒绝原假设，选

择固定效应模型。

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法估计 2007—2016 年居民家

庭直接能耗碳排放的 SARAR 模型，并对比前后 5 年

的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图4  长三角地区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局部Moran散点图

表4  长三角地区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的SARAR模型 
回归结果

变量 2007—2016 年 2007—2011 年 2012—2016 年

lnHp
1.18**

（2.53）

1.06

（1.31）

-1.14**

（-2.03）

lnHdi
-0.09

（-0.9）

-0.24**

（-2.1）

-0.04

（-0.37）

lnHca
0.54***

（3.23）

0.67

（1.4）

0.52**

（3.03）

lnHem
0.18**

（2.35）

0.28**

（1.96）

0.17*

（1.85）

lnHcHroad
0.24***

（9.34）

0.17***

（4.48）

0.34***

（8.3）

λ
0.54***

（6.6）

0.75***

（10.98）

0.43***

（3.39）

ρ
-0.92***

（-6.73）

-0.93***

（-5.53）

-0.31

（-1.41）

类别 双固定效应 个体效应 个体效应

N 260 130 130

注：***、**和 *分别表示通过 1%、5%和 10%水平下显著性检验；
括号内为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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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回归结果分析

2007—2016 年的 λ 和 ρ 均高度显著，表明各变量

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户均人口数、户均建筑面

积、户均就业面和户均车辆与每户拥有的城市道路面

积的联合效应均会显著地正向影响居民家庭直接能耗

碳排放量。户均人口数对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的

正影响最大，其次是户均建筑面积，表明居民家庭规

模的扩大、居民家庭建筑面积的增加会使得居民家庭

直接能耗碳排放量增大。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虽是负

影响，但表现并不显著。

2007—2011 年回归结果表明，家庭可支配收入

对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具有显著的负影响。这可

能是因为 2007—2011 年随着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多、

城镇化率的提升、家庭的能源消费结构出现转变。城

市的燃气普及率越来越高，相当多的城市如上海市等

燃气普及率达到 100%，由此可知煤炭等高碳排放的

能源逐步被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能源替代，故这一

期间随着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多，居民家庭直接

能耗碳排放量减少。

2012—2016 年较 2007—2011 年回归结果出现几

点不同：第一，户均人口数对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

放由不显著的正影响转变成显著且强烈的负影响。胡

振等 [23] 等的研究发现，居民家庭规模是抑制日本户

均碳排放的重要因素，这与 2012—2016 年的回归结

果类似。出现这样的转变可能是因为居民家庭规模

的扩大使得人口集聚程度提高，城市间的形态也越来

越紧凑；陈占明等 [24] 的研究表明，紧凑的城市形态

有助于降低碳排放量，而居民家庭直接碳排放作为构

成城市碳排放的一部分可能随之下降。故随着户均人

口数的增多，抑制了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量。第

二，户均车辆与每户拥有城市道路面积的联合效应对

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更强烈。这可能是因为这段时间居

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消费结构里私人交通的支出比重

增大致使居民家庭私人交通碳排放量增加速度更快，

故该影响因素的正向影响更强烈。第三，居民家庭可

支配收入逐渐表现为不显著。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 K 均值聚类法、空间相关性检验及构建

SARAR 模型方法来研究 2007—2016 年长三角地区城

市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

素，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长三角地区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量高的

城市与低的城市之间的差距逐年增大。城市居民家庭

直接能耗碳排放量层次分布清晰。整体表明，除上海

市外，以苏州市等为核心的地区中部偏东位置的居民

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量最高，其次是地区南部，最后

是地区北部和西部。K 均值聚类表明，随时间的推移，

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城市类型呈多元化趋势，居

民家庭私人交通碳排放增长趋势显著。

（2）全局相关性分析显示，自 2011 年起，长三角

地区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空间相关性逐渐增强。

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的 Moran’s I 指数整体上呈

“N”字形。局部相关性分析表明，居民家庭直接能耗

碳排放内部集聚特点清晰分明。首先，低高和高低的

集聚状态的城市几乎不存在。其次，近几年高高状态

的城市地理位置虽有向西部转移的趋势，但仍集中以

无锡市和苏州市为核心的在偏中部地区。最后，低低

状态的城市主要分布在西部方向且有向南北（主要是

北部）方向扩张的趋势。

（3）空间回归结果对比发现，户均人口数在前 5
年表现为正向影响（不显著），后 5 年转变成抑制影

响因素。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逐渐表现为不显著。户

均车辆与每户拥有的城市道路面积的联合效应对居民

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

基于以上结论，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1）各地区在制定碳减排政策的同时应加强并推

进地区协同治理能力，鼓励各地区的政府推出联合的

政策条例。苏州市和无锡市等居民家庭直接能耗碳排

放量大的城市应重点推出相关条例，以期影响到周边

城市节能降排。

（2）测算表明，私人交通碳排放已逐渐成为居民

家庭直接碳排放的主导部分，故应鼓励居民出行时选

择公共交通工具。可为节能型产品在生产销售等环

节提供技术、税收优惠政策等支持，引导大众绿色

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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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pact Factors of City Resident Household 
Direct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WANG Sufeng, ZHAO Jiax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Jianzhu University, Hei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carbon emissions is mainly based on the state and provinces, while the research on carbon 
emissions at the household level around the urban scale is relatively scarce. The family is the most basic component of society, and 
its carbon emiss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mpacts are urgent to be solved. Based on the data from 2007 to 2016 of 26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household direct carbon emissions are calculated. With the methods of K-means clustering, spatial 
correlation tests and spatial panel model,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ity household 
direct carbon emissions and its impact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Cities with high household direct carbon emissions are located 
to the eas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while cities with low emission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west. Household direct carbon emissions 
of cities in the central region generally grow faster than those of other regions. (2) The average spatial correlation degree of the city 
household direct carbon emissions indicates an “N” shaped trend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areas in high-high agglomeration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central region with Suzhou as the core, and then the areas in low-low agglomeration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western fringe. (3) The comparison of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before with after five years shows that the population per household 
changes from insignificant positive factors to important inhibiting factors. The joint effect of private car per household and urban road 
area per household is more and more positive.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can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ity to dynamically 
formulat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Keywords: household direct carbon emissions;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impact factor;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